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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科書政策的理念和實踐
林智中

香港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教授

摘要

一直以來，香港奉行自由經濟政策。政府儘量避免參與和控制經濟活動，基本的理念是讓市場力量運作。在教科書的編寫及推行方面，一直都是由私人出版社負責。不過政府還是擔當了「守門人」的角色。負責審查教科書，確保質量。這種制度行之甚久，在運作上不是完美無暇，有論者曾提出一些批評，不過，整體來說，還算是不錯的。本文詳細介紹教科書政策的理念及具體操作情况，並指出其有效實施所需的條件。

一、引言
教科書是香港教師最常用的教學材料。每年，學生及家長花在教科書的金錢不少，以一位普通的小五及初中二年級學生爲例，購買一整套供一個學年用的教科書，要花港幣2200元
。既然學生要花大量的金錢，家長自然有所期待及訴求。另一方面，教科書是最重要的教學材料，自然也成爲推動教育改革者關注的項目。事實上，教育改革於2000年展開的時候，改革的矛頭有多處，改革灌輸型教學是其中一項（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而教科書是灌輸型教學的「凶器」之一。教師在課堂上把教科書的內容鉅細靡遺地傳授給學生，然後想方設法讓學生牢記內容，到了考試的時候，把意念傾瀉到考卷上。因此，有一段時間，香港的教改熱心人士大力鼓吹學校和教師放棄使用教科書。特別是支持資訊科技的人士，他們認爲科技的進步已促使教學範式的轉變，學校教師大可利用網上材料來教學，讓學生利用網上材料，進行研習及分析，建構自己的知識。在這種情景下，討論教科書的地位、使用方式和管制等等，自然不斷浮現。在這篇文章裡，作者將會探討香港政府對教科書的使用及發展的政策，以及實際操作的狀况。
二、教科書的可欲性
香港政府對教科書的看法一直受到推行校本課程的影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香港教育當局和教育界普遍察覺到照顧學生個別差異的問題。於是構想及推出了各項政策，期望學校及教師能按學生的特質實施課程剪裁，其中1988年推行的校本課程計畫便是一個例子。譚萬鈞、林智中（2006，頁29）綜合描繪了這項計畫的背景及計畫的精神如下：

「自1979開始，香港的教育已從精英教育走向普及教育，學生無論來自何種社會階層都必須接受九年強迫基本教育，因此突顯了學校面對學生學習差異的問題，學校覺察到單一的中央課程已不能照顧學生個別差異（McClelland, 1991），這個差異有兩個層面，其一是個別學校學生的差異，其二是同一學校，校內學生的差異。學校爲著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在教學的目標、內容、方法和評估上都可能要作出調適。在七、八十年代，基於學校課程受中央課程的規限，教師只能在課堂教學上修修補補，未能在學校課程的整個層面及從課程概念入手來調適學校課程，提供拔尖保底的教育，不過，隨著社會發展、學校辦學水平及教師專業能力日漸提升，教育界開始渴求學校能參與課程發展，讓學校在中央的課程架構下，自行發展校本課程，改變以往由上而下、中央獨攬包辦的課程模式。教育界在這樣的呼籲下，教育當局終於在1988年作出了回應，以校本課程設計計畫的形式首度由官方鼓勵學校推行校本課程。」

參與是項計畫的教師可嘗試在下列主要設計項目中發展校本課程（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1988）：

1.就課程發展議會所提供的課程指引或課程綱要的課題，設計創新的教學法；

2.就課程發展議會所提供的課程指引或課程綱要的課題，設計一些可供替代的新課題或學習領域；

3.就課程發展議會所提供的課程指引或課程綱要的課題，發展適切的教材，照顧某些能力的學生的學習需要。

校本課程設計計畫就是要在官方頒布的課程框架下，由教師自行設計教材。而官方推動的校本課程發展並不局限於這項計畫。1994年推動的目標爲本課程，目的之一也是期望教師能按學生的水平，設計不同的課程，增强學習效果。在官方頒布的《目標爲本課程簡介》中，明確地指出「九年免費、强迫和普及教育，事實上已替代了以往的精英教育，因應這些轉變，學校課程必須照顧學生不同需要和能力的差異」（教育署，1994，頁5）。目標爲本課程下，教師被要求自行爲學生編寫課堂用的工作紙及課後家課。而這些工作紙及家課可以有三種不同難度，以滿足一個班級裡面不同學習能力學生的需要。
到了2000年推行的教育改革，發展校本課程成爲改革方向之一，教科書被改革者視爲窒礙改革實施的絆脚石。中文科的情况正好說明官方的政策。中文科放棄傳統的範文教學，改行單元教學。傳統的範文教學的教材以文字資料爲主，而內容也未完全切合學生的能力和學習需要，以致影響學生興趣和學習成效（課程發展議會，2000，頁6）。教育當局希望能夠均衡發展學生的讀寫聽說能力，增强共通能力的培養，加强文化學習，拓闊學生的閱讀面及增加閱讀量，協助學生主動學習，而要達致這些目標，教育當局期望「教師從中央課程的執行者，轉而為校本課程的主人翁」。理想的做法是教師按自己學生的水平、性向、强弱項編訂校本課程，並自行編制多元化的學生材料（課程發展議會，2002）。爲了落實中文科課程改革，官方投入了大量資源，組織學校試行新課程，提供專業人員協助學校教師編訂校本課程及教材，並把這些校本教材編印供其他中文科教師參考。刊印校本教材並不局限於中文科，英文科也有這樣的做法（見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2004）。在地理科方面，官方把不少校本教材，印製成光盤，供教師參考使用。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官方是期望學校減少依賴教科書，以校本教材取代。這政策是基於教科書未能有效照顧學生之間的差異，而教科書的設計，也往往流於知識的灌輸，在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能力及共通能力方面，有所不足。
不過，官方推動的校本教材取代教科書，並未見成功。就以中文科爲例，雖然投入了大量資源，負責中文科發展的官員大力推動，但是兩項研究均顯示，中文科教師對校本教材發展不大支持（黃顯華、李玉蓉，2006；譚彩鳳，2005）。譚彩鳳（2005）的研究發現，在教師眼中，這項政策有點不切實際，教師認爲他們根本欠缺時間和能力發展高質素教材。香港的課程改革已推行了六年多，絕大部分學校還是使用教科書，自行研發校本教材的寥寥可數。為什麽香港教師選擇使用教科書，而不自行發展校本教材呢？
香港教師的工作量極重，每天平均要上五節課（平均每節40分鐘），還要當班主任、帶領課外活動，並兼顧其它行政工作，例如招生等（教師工作委員會，2006）。在繁重的工作量下，他們很難抽出大量的時間來自行研發教材。

同時，如藍順德（2002）說：「研究課程的學者都同意，教科書是發展出來的，而不是撰寫出來的，教科書的發展過程至少應包括課程規畫、教科書研發、編輯、審查、實驗、試用、發行、選用、評鑑等程序，在此歷程中並隨時檢討修正。」因此，設計發展教材並不是把需要教授的內容寫出來這麽簡單，優秀的教材是需要研發的。在這一過程中，編寫教材的人員需要對課程要求、學生心理及發展有深入的瞭解，才能做到深入淺出的表達。此外，亦要高度掌握Shulman（1987）提出的「教學內容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把教師知識中的兩個實體，即可教的內容及學生能掌握的內容作合理的揉合。我們還要考慮教材的物理屬性，包括：版面設計、印製、裝訂、紙質等，其中版面設計一項包括了插圖設計、顔色配合等（林枚伶、陳國彥，2003）。要做好這方方面面的功夫，需要專業能力及時間。以圖1和圖2爲例，圖1是作者在文獻中找到的美國各地的資訊科技集中地，然後由繪製地圖的美工逐點在地圖上列出，並在每個地區加上主要城市名稱，以顯示信息科技生産中心與大城市的關係；圖2帶有高度的原創性，通過在圖片上加入漫畫，把居民對市區重建的看法清晰地顯示出來。沒有了優秀的美工和作者的意念相配合，不大可能研發出高質量的插圖。
圖1：資訊科技工業羣

（葉劍威等，2003，頁145）

圖2：進行市區重建會遇到甚麼困難

（葉劍威等，2003，頁91）

三、教科書的研發及編寫
在教科書的編寫方面，香港一直採用私營制度，官方把教科書的編寫、研發、印刷視為商業行爲。不過，這並不代表完全的自由放任，特別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當時在教育體制上明確要求教師和學校必須採用經教育署長批准的課程及教材（Morris, 1996）。在這制度下教科書出版商在編寫教科書時，都會嚴格按照官方所頒布的課程來編寫，連內容標題也不會改動。而編寫好的教科書稿件，必須送至教育署的視學輔導處
進行評審，合格的便會列入推介教科書目錄內，學校和教師會從這名單內選取教科書。這條例主要防止學校及教師採用富政治色彩的課程及教材。隨著校本課程政策的逐步推行，這教育條例便顯得過時，於是在90年代中期已被删除。換言之，學校和教師享有完全的自主性來選取他們喜愛的教科書。按理，教科書出版商不一定要把教科書送審，他們可以選用審定教科書目錄外的教材。但是，現時出版商還是選擇把教科書送往教育局
進行評審。通過評審的教科書，可在封底或封面上，加上「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已列入通用書目表」（on recommended textbook list）的印章。一般教師視之為質素的保證。
四、教科書審查的要求
負責審查教科書的政府部門，在收到教科書稿件後，會邀請對該學科有豐富經驗的教師或學者擔任評審員。爲了減低評審員的壓力，評審員的身分保密，不過，教科書作者和出版商的身分並不是保密的。在審核教科書時，評審員要按照官方所定出的一系列指標來評等級，並列出出版商和作者需要修改的地方。官方的指標範圍很廣，包括了內容的涵蓋範圍、教學活動的多樣性及設計、語文、編印設計等。這些指標與現行教育改革的方向配合。例如，要求教科書編寫者「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培養共通能力，以助學生學會學習」；另一方面，亦要求教科書內的評估活動能達致「為學習而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的改革方向，所以在指標中，有以下的具體說明（課程發展議會，2002）：
「學生可以在不同環境，透過不同途徑學習。因此，學習並不局限於課本及課堂上，更包括各種學習材料和經驗。不過，儘管課本並不是獲得知識的唯一途徑，它對學生的學習仍然十分重要，因爲課本不單是教師授課的教材，也是學生在家裡預習或溫習的自學材料。
配合以學生爲本課程的優質課本，除了涵蓋各科目課程的核心內容外，還提供有助學生研習該科的學習策略。由於課本是學生重要的閱讀材料，課文的質與量就審慎留意，因爲它讓學生「從閱讀中學習」，從而發展學生的學習能力。事實上，優質課本不僅能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更能令他們積極參與學習。換句話說，優質課本不但爲學生提供知識，還讓學生參與，與學生雙向互動。此外，優質課本的教師手册還包括教學策略，以供教師參考。」
在指標中，有一些是比較特殊的，其中一項是「採用較輕的紙張，並以薄册或按課題單元分册印製，或採用活頁形式釘製」（課程發展議會，2002）。這項指標與家長及社會人士關注學生書包的重量有關。由於香港教科書出版社多使用優質紙張，於是教科書比較重，學生的書包也相應重了很多，所以紙張的重量及針裝形式亦是評審的其中一些指標。
官員在收集評審報告後，會再整理，然後把評審報告發給出版商。在這些評審報告中，除了各指標的評審外，還有建議修改的地方，當中分爲兩點，一點是必須修改的，多屬概念、資料、表述上的錯誤之處，又或者有嚴重的歧視性或政治上敏感的用語；第二類的是修改建議，出版商可自行決定修改與否，這類建議多數不牽涉嚴重問題，例如增强學習活動中學生的主動參與性等。
出版商收到了「成績表」後，一般都會按要求及建議作出改動。但是，近年發現有些出版商並未有完全按照修改要求進行及改動就貿然出版，所以官方定下新規則，在完成修改後，出版社要把修正的稿件再度送呈教育局，檢查是否確實依修改要求和建議，作出恰當的改動，才可以正式出版。
五、討論
香港採用了私營形式開發教科書的政策，與政府在經濟政策上，奉行的積極不干預等政策有很大的關係。積極不干預政策是在1960年代的財政司所提出的，在積極不干預的政策下，政府的功能是盡量不干預市場的運作，這種自由經濟政策成爲了香港政府一直恪守的政策（任志剛，1998年8月24日）。直到2006年，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曾蔭權先生宣稱積極不干預政策已不存在，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佛利民（M. Freedman）撰文，批評香港放棄這政策，更義正詞嚴地指出香港「將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了」（佛利民，2006年10月7日）；當時的香港行政長官便提出香港不是放棄自由經濟政策，只是以「小政府，大市場」來運作。其實無論是積極不干預也好，小政府大市場也好，强調自由經濟，讓市場發揮其功能，是香港一直以來所奉行的。
教科書是一種「商品」，所以政府一直避免把它納入「官辦」行列。要是把教科書列入官辦的話，很可能會出現以下多種不良狀况：
1.由官員負責編寫和研發教科書，質素並沒有保證。雖然香港政府的效率，在亞洲中排名甚高。而公務員的素質也相當不錯，但是官辦事業，避免不了一定程度的官僚制度，與私營事業的靈活性，不可相比。也正因此，香港政府擁有機場及地下鐵路，但都是以商業形式營運。
2.教科書的編寫性質，既帶有科學性，也有高度的原創性。某程度上與電影製作相似。就算把最優秀的導演、編劇、演員、服裝設計集合在一起，也不一定就能生産出優秀的作品。在商業運作下，不同的「生產者」發揮他們的專業，通過摸索，不斷修改更正，製作産品。由於市場開放，參與的出版社不止一個，他們往往會採用不同的編寫策略。因此，作品也有一定不同，當市場淘汰較次的作品後，留下來的便是較佳的競逐者。假如「官辦」的話，便只有一家，作者根本不大需要真正的投入，反正，只要把教材編出來，便不愁沒有市場。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指出「教科書是意識形態的承載品」（周淑卿，2003，頁60），它承載著某些價值觀和價值體系（Apple,1989）。如果是公營的話，它會更傾向「保守」與「傳統」。在香港鼓吹自由的氣氛下，公營教科書是不大合宜的。不過，香港的經驗顯示，市場絕非萬能。被視爲香港現代經濟創始者的夏鼎基爵士，也就是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落實者，也曾在1979年指出有時候政府的干預是必須的，因爲市場是有缺陷的（任志剛，1998年8月24日）。政府投資基建，如機場、公共房屋，以及公共醫療服務等，都是政府干預市場的政策。而在1998年，當有「炒家」借亞洲金融危機操控市場，直接影響香港金融制度的穩定時，政府也投入大量公幣在股票市場上，阻止「炒家」破壞市場的正常運作。
經濟政策及金融制度如此，教科書的市場自然也有缺陷。首先是市場是否有足夠的需求來帶動供應，在普及教育階段，小一至初中的每級學生人數在六至八萬人左右，中四至中五的高中人數亦相若。但是在中六（前稱大學預科）階段，每個年級學生人數只有三萬人左右（詳見表一）。

表一：2006/2007學年香港中小學學生數目
	學習階段
	學生人數（2006/2007）

	小學（共六年）
	410,516

	中一至中三（共三年）
	255,992

	中四至中五（共兩年）
	161,461

	中六至中七（共兩年）
	63,322


（資料來源：香港教育局網站www.edb.gov.hk）

一般來說，主要學科或受歡迎的選修科目，學生的數目足以形成一定規模的市場，誘使出版商提供教科書。例如，初中的英文科教科書就有三家出版社提供教科書；而高中的地理科，也分別有三套教科書，可供教師選用，但是一些較為冷門的科目，又或者是因爲教學語言問題，市場規模很小，出版社按商業原則運作下自然不會參與，於是學生無教科書可用。在八十年代後期，香港政府提供財政資助，鼓勵出版社製作教科書予以中文為學習語言的學生。不過，這個計畫實行了一次後，政府再沒有提供類似的計畫。
在臺灣教科書轉為私營後，有學者指出教科書的出版及市場出現了不少問題，其中包括：
1.在自由市場下，出現了教科書爲一、兩所出版社所壟斷的現象（蔡清田、謝慧伶，2003）。

2.國家選擇教科書，並未真正地以質素來選取，他們進行專業選擇的能力偏低，有部分更受到人情壓力、財物引誘等影響（蔡清田、謝慧伶，2003）。

3.審查人員與教科書出版社的矛盾。

4.人們覺得私營教科書出版商牟取暴利，教科書售價偏高。

香港的教科書市場也曾經出現類似的問題。有些已經得到舒緩，部分卻仍然困擾整個教科書的系統。
現時，官方面對最大的壓力是教科書的價格高昂。每年暑假，當家長要爲孩子購買教科書的時候，香港消費者委員會幾乎都指出教科書的價格偏高，教科書出版商也會提出種種原因解釋，例如：他們要爲學校和教師發展和製作教學光盤等輔助教具，這些配件都是免費送給學校的（消費者委員會，2006）。在商言商，其成本必須計入教科書的售價內。
這個價格問題與市場機制很有關係。香港的學生人口少，市場規模自然較小，但是教科書的開發成本高。出版商要有利可圖的話，自然要提高教科書的售價，有趣的是香港教科書的售價大約是臺灣的三倍，而臺灣的學生人口，也是香港的三倍左右。
有關教科書被一兩所出版社壟斷的問題上，香港的狀况是比較健康的。雖然在某些學科上某一兩個出版社的教科書成爲主導者，但是個別出版社的壟斷往往隨著新教科書的出現而改變，就以地理科爲例，在七十年代，牛津大學出版社幾乎占據了整個市場，而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精工出版社及文達出版社分別在初中及高中的市場中，占絕對的領導地位，而近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又再成爲市場的領導者。而從整個市場來看，有眾多出版社在競爭，具實力的超過五家。
要私營的教科書市場成熟的話，必須要保證市場機制能真正的運作。而教科書市場的用家雖然是學生，但是選擇教科書的是教師及校長。在七、八十年代，校長和辦學團體對教科書的選擇有很大的影響。由於決策人數少，加上當時未形成廉潔風氣，出現了很多扭曲市場的行爲，「送禮」之風盛行。隨著選擇教科書的權力下放至教師，而教師選擇教科書是要經過一定的程序，現時市場比較健康。當然要發揮得更好，教師的專業判斷能力很重要。香港教育局也頒布了指引，要求教師在選擇教科書時，應遵守的原則和考慮的因素（詳見教育統籌局，2007）。
在審查方面，香港的教科書開發系統並未出現很大的問題。一般的審查水平還算是不俗的，出版社與審查的矛盾不算很大。
六、結語

雖然眾多課程及教學論者，有力地從理論角度提出教科書的弱點，以及它對學習的不良倒流效應。不過，在香港的資源條件下，它仍然是教師喜歡使用的教學材料，教科書仍然有很大的生存空間。香港的教科書的開發系統，未用公營模式，這一點頗能配合教科書的開發特點。教科書的開發工作，本質上和電影、唱片有些相似，它包含了不少創作成分，編寫教材的學者、教師以及美工人員，要在學習理論、課程要求和創造條件下，把各種各樣相關的考慮整合，找出最好的配合來。因此，過程既要科學化，也需要一定的藝術性，這一點，與教學很相似。在研發的角度來看，編寫隊伍的空間是必需的，資源的支持也是必需的，把教科書研究開發工作合歸於公營系統，整個系統很可能會欠缺活力。

另一方面，要使市場機制真正有效地發揮效能，選擇教科書的人員必須能做到專業評價者的水平。從香港的經驗來看，要做到這些水平，有三個必需的條件：

1.要有一個廉潔的環境：過往，香港曾出現教育工作者經受不住利益的引誘，鋌而走險，收受出版商的利益，選用其教科書，終於鋃鐺入獄。香港廉政公署發出指引，要求參與選書的教師或校長，必須採用透明、公平的方式挑選教科書。

2.教師必須懂得怎樣評價教材。蔡清田、謝慧伶指出，如果教師有這種專業能力，自然能做成專業的市場壓力和倒流效應，迫使編寫者改善質素，出版商則會花更多心思及資源在研發教材，而不是安排飲宴，又甚或提供種種利益（蔡清田、謝慧伶，2003）。

3.從事教育研究者如能通過教科書研究，找出優秀教科書的特徵，然後以專業形式，把這些發現與教師、出版商、編寫隊伍分享，應能建立一個研發教材的專業學習團隊。事實上，有關教科書的研究遠遠追不上專業的訴求。「教科書的研究和批判也很少觸及教科書設計和生產過程，也缺少相關理論架構解釋教科書的生産。即使有關課程改革的論述，也多半止於要求更好的教科書，或反對依賴教科書的呼籲，很少研究教科書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周佩儀，2003）。欠缺科學研究，我們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顯然，教科書只是教育系統的其中一枚螺絲，它的重要性卻很值得我們關注，只有通過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可以把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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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搜集了四所中學及兩所小學，得出的平均數。





�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負責課本審查工作的是教育署視學輔導處。回歸後，教育管理系統進行了改組，現時負責課本審查工作的是「課本委員會」。


� 負責香港教育的政府部門於2007年夏天由「教育統籌局」改稱「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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